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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新发展

张 艳
(宁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 政党外交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成立到现在，已经走过整整 90 年的光辉历程。从 1949 年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

62 年来，中国共产党成为战后世界现代史上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本文着重探讨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党的对外关

系的新特点、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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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党对时代主题有了新的认识———
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

如何认识和把握时代主题，是党和国家制定内

外政策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

我们党对时代的主题的认识和判断发生了重大转

变，由此也对我党的对外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处于战争直接威胁的国

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中。1950 年至 1953 年的朝鲜战

争，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越南战争与印度支那

战争，1962 年的对印边境自卫还击战，1969 年中苏

边界的军事冲突等，都充分说明这一点。二战后国

际政治的基本特点，一是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和

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成燎原之势，旧的

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二是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

阵营的军事对峙和意识形态的对抗，“铁幕”笼罩，

“冷战”尖锐。战争与革命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

斯科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于美国的原子弹威胁，对

于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战争，再次发表了一篇气贯

长虹、洋洋洒洒的讲话。他说: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

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

氢弹到处摔。” “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

就是摔原子弹、氢弹。” “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

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只好

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从朝鲜战争到 20 世

纪 60 年代，毛泽东对美国政策的侵略性、扩张性的

忧虑明显地加大，他不遗余力地关心的，就是怎样

挫败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和富有侵略性的干涉政

策。这一时期，是他发表最激烈的言论对美国对外

政策进行猛烈抨击的时期。在国际关系上，是中国

和美国最疏远的时期。
基于对那个时代主题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

认识，上世纪 70 年代以前，我们党和国家对外工作

的显著特征是国际统一战线，即强调意识形态的一

致，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作为划分敌友的

重要依据; 通过结盟，建立军事战略关系，输出经

典理论等手段来支援“世界革命”，维护世界和平，

并制约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上世纪 50 年代对苏联

的“一边倒”，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与各社会主

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等建立同志

加兄弟的关系; 60 年代的抗美援越统一战线，中苏

两党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和论战; 70 年代早期对苏

的“一条线、一大片”，准备打仗、打大仗，“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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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划分的思想等，都是上述指导思想的反映。
与此同时，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形势又出现了新

的特点，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

的合法席位，中国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一大批国

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

中国的对外政策适时的调整。特别是 70 年代后半期，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前后，

正是国际关系和世界局势演变的关键时期。怎样分

析、判断时代特征，对时代主题如何认识，对我党

制定和实行什么样的内外政策和战略至关重要。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国际局势出现了新的特

点，许多原殖民地国家基本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

美苏两强争霸世界的态势发生变化，世界各种政治

力量分化改组，多级化世界初露端倪。要求和平、
反对战争的呼声明显增强。邓小平以一个伟大政治

家、战略家的敏锐和眼光，及时捕捉到了国际形势

的新特点、新变化，即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

因素的增长，据此对时代的主题作出了新判断。1980
年初，邓小平指出: “如果反对霸权主义斗争搞得

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

平。” “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
“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

益的一件大事。”1983 年 3 月，邓小平又指出: “现

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

不起来……以前总是担心打仗”，“现在看，担心得

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985 年初，邓小

平在会见外宾时明确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

界的两大主题。”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

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一个是经济或者说

发展问题。”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

平，对时代主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分析和正确判断。

二、党的对外工作重点有了新的转变
———经济为外交服务到外交为经济服务的转变

随着我们党对时代主题认识的由“战争与革命”
转向“和平与发展”，20 世纪最后 20 年，我党对外

工作的重点也逐步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到 “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上来而转变。概括地讲，就是由 “经

济为对外工作服务”转变为 “对外工作为经济服

务”。
1980 年初，邓小平强调: “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

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

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邓小平后来又在各

种场合多次强调，要紧紧抓住经济工作这个中心不

放，其他各项工作都要服从、服务于党的这个压倒

一切的中心工作。
由“经济为对外工作服务”向“对外工作为经

济服务”的重大转变，是我们党经过长期的实践，

通过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后而实现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30 年，为了支持世界革命，

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曾勒紧

自己的裤腰带，向广大的亚、欧、非、拉美等 110 多

个国家提供过大量的慷慨援助，绝大多数是无偿或

无息的。因为在那个时代，许多方面，党际关系凌

驾于国家关系之上，突出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

制度的一致性或相近性，并由此影响到国家间关系

的亲疏。如上世纪 50 年代我国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

的关系，60 年代、70 年代与印度支那三国的关系，

与朝鲜、古巴、蒙古等国的关系，实际上很大程度

上是受党际关系制约和决定的。经济服从、服务于

政治的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根据变化了的

国际形势和战略格局，基于对时代主题的新认识、
新定义，适时调整了对外工作方针。新中国成立后

的前 30 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点对较低，综合国

力也不是很强，但我们的外援量却不断攀升。改革

开放后，我国的外交政策做出了很大调整，对外援

助的方式、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变了过去那

种片面单一的方式，而朝着互惠互利、健康可持续

的方向发展。然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此

前我国在此方面存在的误区和意识形态争论，总结

历史的经验教训，很有必要。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

大为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说话的分量越来越

大。相反，我们的外援却逐年降了下来，但我党的

对外交往不但没有停顿而且有了长足的发展，开创

了党际关系的新局面。究其原因，这不能不归结于

我党对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对党的对外关系策略

的正确把握，对经济与外交两者之间关系的正确处

理。我们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思想，先集中力量把中

国国内的事情办好，发展自己。

三、党的对外工作内容和机制有了新的拓展
———由局限于同各国共产党交往到同

各国各类主流政党全方位交往的历史性转变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处理与其他国家政党关系

时，一直强调平等、自主，反对 “老子党” “中心

说”“一贯正确论”。认为各国政党对自己的国情最

有发言权，应当尊重他们的主张和看法，不要对别

国的政党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其他国家政党关系的指导原

则有别于我国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因为党际关系有别于国与国的关系。最早明

确系统提出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其他国家政党关系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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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是 1982 年 9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所作的政治报告。报告指出:

“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依照独立自

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

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

系。”十二大政治报告提出的我党处理与其他国家政

党关系的四项原则，在当时还是限于 “各国共产党

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这一特定的对象。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我党对外交往范

围、内容和形式的扩大，1992 年、1997 年和2002 年，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政治报

告中，都重申了我党处理与其他国家政党关系的四

项原则，并做了进一步的阐发:“要坚持在独立自主、
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

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

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江泽民将我

党原来处理与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四

项原则延伸扩展为处理一切愿同我党交往的各国政

党的原则，扩大了党际关系的对象和范围。
当代各国政党，无论执政、参政还是在野，都

着眼于新的世纪，探索更加符合时代要求和本国实

际的发展道路。世界范围政党之间的国际交往相当

活跃，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改革开放和取得巨大成功的“奥秘”表现出浓厚的

兴趣，希望与我们这个拥有丰富执政经验的世界上

最大的执政党进行交流、沟通与合作，借鉴我党成

功的“智慧”。这就带来了党的对外工作范围的大为

拓宽，空前活跃。仅 2000 年，我党就接待了 130 多

个各类外国政党代表团到访，同时，我党也派出了

近 90 个不同级别的团组出访，以进一步深化党际交

往，更好服务总体外交。
我党的历届中央主要负责同志胡锦涛、吴邦国、

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

强、周永康等出访时，都安排时间会见往访国家和

我有政党关系的主要政党的领袖，就共同关心和感

兴趣问题交换看法，加深了解。同时，还广泛接触

往访国工商企业界知名人士，探讨扩大经贸和相互

投资的途径，吸取一切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益的东

西。如 2000 年，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贾庆林、李

长春、吴官正、黄菊等出访时，既谈政治，也谈经

济，与往访国探讨扩大经贸合作的可能性，促成了

一些合作项目。时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丁关

根出访北欧时，还深入考察了有关国家新闻出版、
广播影视和城市文明建设等情况。李铁映出访时，

着力就往访国的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经济结构调

整、体制机制创新、发展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考察。
曾庆红出访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时，对

这四国的公务员制度、行政改革和廉政建设等问题

进行了专题调研。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在人大、政府、

政协中未担任领导职务的李长春、贺国强、周永康

等领导同志，在出访时除会见往访国的政府高官外，

另外还要会见该国执政党和在野党的领导人，交换

意见，加强沟通。出访既谈经济，同时也注重加深

政党间的党际关系。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打破坚冰，推

动两岸关系在新的世纪进一步的缓和、两岸同胞的

进一步往来，首先也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

党的党际交往，平等谈判、友好协商来实现的。2005
年 4 月 26 日至 5 月 3 日，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连

战，冲破阻力，毅然决然访问大陆，与中共中央总

书记胡锦涛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达成重要共识，开辟

了国共两党关系和两岸关系的新局面。
2010 年，中国共产党还创新了与外国政党的交

流机制，内容和交往方式有新拓展，开创了党际交

往的新局面。2010 年 3 月 31 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

中美政党高层对话; 12 月 2 日至 3 日在美国首都华

盛顿又举行了第二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两次高层

对话，双方围绕中美政党各自执政理念与实践、中

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坦诚对话。中美政党交往走向

机制化，丰富了双边对话的渠道。中国共产党还于

2010 年 5 月 24 至 25 日在北京举办了“中欧政党高

层论坛”，论坛主题为 “全球性挑战与中欧合作”。
中国共产党和包括英国工党、法国人民民主联盟、
欧洲自由党在内的 50 多个欧洲主要政党齐聚一堂，

探讨治国理政经验，共商中欧关系大计。论坛期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

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宣部部长刘云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分别出席有关活动。来

自欧洲地区性政党、欧洲议会党团和部分欧洲国家

主要政党的 50 多位高层领导人和政要出席论坛。论

坛取得了重要成果。
总之，党的对外关系是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多边外交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历

来十分重视党的对外工作，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

七大政治报告中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 “将继续开展

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把它看做是维

护中国国家最高利益，发展与世界各国、各政党关

系，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 30 多年里，我们党和国家的对外工作无论是

在指导原则上还是在具体交往中，都适应了新形势，

开拓了新局面，创造了新辉煌，获得了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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